
 ·40·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香港] 汪春泓 
 

--------------------------------------------------------------------------------------- 
摘要：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

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

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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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赵翼《陔余丛考》卷 5《班书、颜注皆有所

本》说：“葛洪云：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歆

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

但杂记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

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及观葛洪所云，乃

知《汉书》全取于歆也。”①这段话发人深省，对此

应作出认真的回应。 
纵观中国史学史，任何一部影响深远的史书均

非一人一时之作，推之以常理，班彪、班固分属西

汉末和东汉初的人物，若无凭藉，绝不能凭空杜撰，

一部《汉书》，意味着承袭《太史公书》所叙汉朝开

国迄武帝太初年间之旧事，再续接太初以来直至王

莽的人和事，而试问何者能拥有《太史公书》及武

帝朝之后的史料文献②？思考班氏家学渊源及交

游，似乎都指向了刘向、刘歆二人，刘氏父子当在

其间发挥着关键要的作用，并且印证着赵翼所言，

符合事实，绝非空穴来风。 
西汉末期，以刘向、刘歆、扬雄、桓谭和班嗣、

班彪以至王充等，形成了一个文士、学者集团。《汉

书·叙传》说：“斿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史丹举贤良

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

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

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

                                                        
① 清赵翼《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②《汉书·宣元六王传》说：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

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表示拒绝，这说明在西汉后期，若

想一观《太史公书》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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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

平王传》。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名当世。”班斿

是班彪的伯父，他曾经“与刘向校秘书”，意指刘向

所能见到的书籍，班斿也同样可以阅读，而且他还

得到当时朝廷许多秘籍，所谓“赐以秘书之副”，接

着言“时书不布．．．．”及东平王求《太史公书》事，暗

指《太史公书》等书籍属于“秘书之副”范畴之内，

这些文献资料在当时属于机密，仅极少数人可以触

及，而刘向与班斿恰属于有幸能够阅读到这些文献

的人；《汉书·叙传》又说：“穉生彪。彪字叔皮，

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

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自幼

与班斿之子班嗣共砚席，故也颇有机会见到班斿所

收藏的文献资料，而此文献库大致是集合了刘向、

刘歆及班斿之所藏。因此，以刘、班为中心，散布

开去，这些文献也成为其交游者的共享资源。 
王充是班彪的门人，故《论衡》一书密集地引

用了《太史公书》以及西汉末年以来不易知见的种

种文献。王充《论衡·谢短》篇说：“夫儒生所短，

不徒以不晓薄书；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

反以闭闇不览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业之事未具足

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论者，而亦不能

训之，如何？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

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五经，可也。五经之

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短也。（刘先生曰：

“无”字疑衍。）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

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

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

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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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①王

充在《论衡》许多篇中多谈及古与今的问题，上述

文字透露这样的信息，当时的学风，由于现、当代

史文献具有保密性，所以经生知识结构重乎经学，

而对于史学，尤其是秦、汉近现代史，则茫然不晓；

这样的学风属于“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经生虽

知《五经》之微言大义，却不了解本朝所发生的大

事，胸中探究着遥远的《春秋》是非，而对身边的

政治现实却十分隔膜。而王充因在班氏那里接触到

《太史公书》和其他关于前汉的文献史料，所以他

强调士人应该“知今”，其实正体现了他在班氏那里

改变和完善了知识结构的自负，《论衡·效力》篇说：

“秦、汉之事，儒生不见，力劣不能览也。”《论衡·谢

短》篇说：“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

也。”显然，兼通古今，令他自觉拔出于一般的读书

人。 
此亦反映出当时“知今”一派，局限于一个较

小的文士圈子中。《论衡·定贤》说：“若典官文书，

若太史公及刘子政之徒，有主领书记之职，则有博

览通达之名矣。”《论衡·超奇》说：“或抽列古今，

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

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

无胸中之造。”所“谓抽列古今，纪著行事”，主要

指结撰历史，王充唯独推许司马迁和刘向，他深知

二者对于前汉史等方面的熟悉和贡献，堪称无与伦

比且居功至伟！《论衡·超奇》说：“夫通览者，世

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扬

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

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对于刘向、刘歆以及扬雄、桓谭，比喻为文、武、

周公并出一时，此实质上是本诸班彪、班固的观点。

《汉书·叙传》载永平中，班固“感东方朔、扬雄

目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

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为应焉。其辞曰：……近者

陆子优繇，《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

向司籍，辨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

皆及昔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虖术艺之场，

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虖圣听，

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两者所见几乎是一致的。 
前汉终结于莽新篡政，莽新覆灭以后，降至后

汉，若要为前朝修史，遇到了严重的禁忌和障碍，

班固私撰《汉书》，以致被捕入狱，也折射出在东汉

明、章帝朝，对编撰前朝历史，尚严格控制；无法

                                                        
①《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黄晖撰，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像东汉崩溃之后，史家撰写《后汉书》，呈现出一种

无拘无束的状态，各家竞修，参差并存；后汉时期

修撰国史，显得颇为微妙，它一定要被纳入到国家

行为中去，这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当天降大任于

班固时，其前期准备和师承，则对其撰写工作必然

产生了殊为严重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与他所撰《汉

书》的成就高下，关系甚密！ 
如何研究这种影响和关系？由于可以确信《论

衡》的文献材料大多出自班彪，而班门的文献资料

库则与刘向、刘歆之所藏，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或一

致性，譬如《史记·孝景本纪》，按刘歆《西京杂记》

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

帝怒而削去之”
②
。而观《论衡》几乎不曾涉及景

帝政事，此印证了王充所征引之《太史公书》，与此

书曾被删削的情形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把《论衡》

所涉及的前汉人物、事件，权且作为史料来对待，

这种理解与以往仅把王充《论衡》视作思想史的材

料，有很大的不同，会使《论衡》本身所具有的史

料价值彰显出来。本文拟将《论衡》与刘向的作品

《说苑》、《新序》、刘歆的作品《西京杂记》以及扬

雄之《法言》并列，一并与署名班固《汉书》的各

个部分作对照，借此来寻求班固《汉书》的继承性

及其重心之所在，从而揭示出一部《汉书》是如何

写成的，并由此而发覆一些历史的迷案。 

一、围绕刘、班资料中心的文士集团之考订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乃使其外亲上

变事”，其实是出自自家手笔，其文曰 “仲舒为世

儒宗”！《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

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

儒者宗。”前辈董氏无疑是他们的精神偶像，统计《论

衡》论及董仲舒者约有 30 处之多，刘歆《西京杂记》

大段文字引述董氏之论，而扬雄《法言》也有述及；

作为前汉早期人物，陆贾也备受尊崇，《论衡》谈及

者不下 13 处，这或许与王充借陆贾为南人张目的潜

意识有关，刘向《说苑》、《新序》与刘歆《西京杂

记》及扬雄《法言》也都叙述陆贾故事；至于刘向

和刘歆父子，《论衡》则提及 19 次；刘向是扬雄的

前辈，大约年长 26 岁，故对于自己的晚辈，刘向或

许与扬雄并无交游，故其《说苑》和《新序》都不

曾语涉扬雄；扬雄与刘歆年岁相若或稍长，而班彪

比扬雄晚生 56 年，所以自刘向去世，扬雄则成为这

一文士圈中的精神领袖，影响贯穿两汉之际，因此，

                                                        
②《西京杂记校注》，刘歆撰，向新阳、刘克任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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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称美扬雄计有 21 处，而刘歆的《西京杂记》

则也有 3 处叙及扬子云。 
按《汉书·楚元王传》说：“赞曰：仲尼称‘材

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

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

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

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

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

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

有意其推本之也。呜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

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

今之益友与！”标举孔子以后，儒家承传的关键人物，

前汉之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堪称最杰出的

代表，已经隐约凸显儒家道统在前汉的格局。署名

班固所撰《汉书》，特为楚元王家族，尤其是刘向、

刘歆立传，并为董仲舒、司马迁和扬雄单独立传，

其实正表明了刘氏、班氏和扬雄、桓谭等人所组成

的文士集团的精神谱系。《汉书·景十三王传》说：

“赞曰：……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

矣。”刘向《说苑》和刘歆《西京杂记》均记述了河

间献王的嘉言懿行；体察《说苑》之《君道》和《臣

道》篇①，都表明刘向虽身为宗正，但是其学术和

思想立场却偏向孔儒本位，且能摒弃刑名法家之残

酷，这也与汉初以来，尤其到景、武时大儒董仲舒

等所持的反秦立场相一致的。因此，相较于董氏《春

秋公羊学》，刘向、刘歆即使有《穀梁》和《左氏》

之不同，但立身朝廷，俱借助于天象、祥瑞和灾异

以讥讽、干预政治的方法，却与董氏如出一辙。 
大约以汉武帝去世为分界，自武帝一朝上溯至

汉初立国，其间人与事，署名班固之《汉书》基本

上因袭《太史公书》，历代研究“班马异同论”者，

都感觉班氏在引用《太史公书》时，其实是大段地

抄录，几乎雷同，此是符合古书通例的②。《汉书·叙

传》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篹前记， 缀
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

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其所谓“探篹前

记， 缀辑所闻”，就是处理、编辑和润饰公私所藏

的诸如《太史公书》、刘向、刘歆杂著等③。《论衡·须

                                                        
①《说苑校证》，刘向撰，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1991

年。 

② 参见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含《古书通例》），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汉志》所列之《春秋》家中，包含陆贾所记《楚汉春秋》

9篇、《太史公》130 篇、冯商所续《太史公》7篇、《太

古以来纪》2篇、《汉著记》190 卷、《汉大年纪》5篇；

在儒家中，则叙录了更多的前汉资料，譬如桓宽《盐铁

颂》说：“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司马长卿为

《封禅书》，文约不具。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

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扬雄位卑，他撰史的工

作，想必也是从刘氏、班氏那里获取史料，或与刘、

班相切磋，以成其事。《后汉书·班彪传》说：“司

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

或缀集时事。”李贤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

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如今对署名班固

《汉书》做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探索班氏与前人和

同时代人的复杂关系，大致就可以分为；首先，明

显的直接引用，譬如对《太史公书》，或者对向、歆

杂著，等等，班氏《汉书》几乎就是不加掩饰地移

植到自己文中；其次，比较隐秘的借鉴关系，譬如

班氏《汉书》对于传主的遴选，这是至关紧要的，

班氏《汉书》在这个问题上，属于自出机杼，还是

受他人之影响，这亦有待辨析，此关系到一部《汉

书》是否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了武帝身后到王莽覆

灭时期的历史面貌；再次，在思想和学术上，班氏

与当时思想界譬如扬雄等人的关系，也影响到史学

家的史学观及人生观，自然也主宰着一部《汉书》

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二、署名班固《汉书》中刘向、刘歆之影子 

《梁书·萧琛传》说：“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

渡，惟赉一葫芦，中有《汉书序传》
④
。僧曰：‘三

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

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

非篆，琛甚秘之。及是行也，以书饟鄱阳王范，范

乃献于东宫。”
⑤
， 

《梁书·刘之遴传》说：“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

所上《汉书》真本，献之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

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具异状十事，其

                                                                                           
论》60 篇、刘向所序 67 篇（《新序》、《说苑》、《世说》、

《列女传颂图》也）、扬雄所序 38 篇（《太玄》19、《法

言》13、《乐》4、《箴》2）。 

④ 有学者以为应做《汉书》、《序传》，此与僧人“惟赉一葫

芦”相抵牾，还是应理解为“《汉书序传》”。然后，萧琛”

固求得之”者，才是《汉书》。 

⑤《梁书》本传记载，萧琛于天监元年出为宣城太守，但是

很快就“徵为卫尉卿，俄迁员外散骑常侍”，所以萧琛获

得古本《汉书序传》似应在天监元年或稍后。而按本传

记载, 鄱阳王萧恢与萧琛在荆州有交往，萧恢于梁武帝

普通七年卒于荆州，世子萧范嗣于本年。按《南史》记

述，萧范“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玩古，招集

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他“行至荆州而忠烈王

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许，诏权监荆州”，故萧琛当于此

时，投其所好，将古籍赠予萧范，萧范随后再进献于东

宫，东宫多罕见之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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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曰：‘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

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

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

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

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

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

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

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

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

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

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

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

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

古本第 37 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

卷。’”按刘之遴所叙“班固所上《汉书》真本”，其

体例更加接近司马迁《史记》，此体现出班氏的写作

意图十分明确，班氏目的就是要续写《太史公书》。 

然而身为宗正，成帝朝，“诏向领校中《五经》

秘书”；而其少子刘歆，“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

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

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

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

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

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

文志》。”刘氏父子是当时的文献大师，堪称百科全

书式的人物，他们有无撰写《汉书》的意愿？按刘

向撰《新序》，其卷第 10《善谋下》，就已略显按照

编年体例来叙述汉代开国史的意向
①
。然而，强烈

的当代意识，加之以深重的《春秋》经学惯性，因

此，刘向好借事以讽喻，令其所有作品，均呈现出

浓烈的经学气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了作为

史学家所应具备的客观叙事的态度，然而，其所关

于前汉的丰富知识，对于人物的评价尺度和史料的

编纂，却无疑大大沾溉了班氏之修史。 

最为明显的，譬如《汉书》诸表，在《汉书·诸

侯王表》中，首列“楚元王交”，他也正是刘向一系

在汉朝的先祖，此启发我们，若按照刘之遴所具古、

今《汉书》之异状，若把今本《外戚》、《高五子》、

《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

还原到古本原来的位置，可以推知今本卷 36《楚元

王传》，可能在古本《汉书》内是紧接着《宣元六王》

之后的，换言之，《楚元王传》在全书中的位置，本

体现出与外戚、各朝王子《传》并列的编撰者意向，

                                                        
①《新序校释》，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年。 

这恰好可与《汉书·诸侯王表》相对应
②
。而此种

位置安排，出自刘向高自位置的可能性为最大。 

《汉书》之《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

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

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和《古今

人表》，此八表（《古今人表》稍有例外）作为皇室

内部秘档，刘向《新序》、《说苑》与刘歆《西京杂

记》和王充《论衡》都无涉及，可以推测，当时刘

氏杂著，若流布在外者，即使他们掌握八表的内容，

也不便泄密，所以杂著当中均告阙如。然而，《汉

书·百官公卿表》说：“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

刘向身为宗正，他比班氏更有资格阅读和掌握这些

档案材料，所以此八表出自刘向或刘歆的可能性极

高。 
而且由于“宗正”这一特殊的身份与战国末期

楚国屈原相似，按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11《考

史》说：“王逸《注楚辞自序》云：‘屈原为三闾大

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

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③宗正与楚国

三闾大夫的职责基本相同，因此，刘向意识中常常

以屈原自况，在《汉志》中载录刘向祖父宗正刘辟

彊赋 8 篇、刘向父亲阳成（成，似应作“城”——

笔者按）侯刘德赋 9 篇、而刘向赋计有 33 篇之多，

他们都站在宗正的立场上，模仿屈原，以抒发对于

政治的批评，观刘向《逢纷》说：“抚招摇以质正，

立师旷俾端词兮。命咎繇使并听，兆出名曰正则兮，

卦发字曰灵均。余幼既有此鸿节兮，长愈固而弥纯。”

从中可见刘向愿意像屈原一样，激浊扬清，他身负

着强烈的社稷责任感，而此种天降大任式的社稷责

任感，刺激着刘氏竭尽全力，以拓展其政治影响力，

而刘氏所使用的方式，主要是发愤著述。 
体现于《汉书》者，《汉书》之十志部分，显而

易见，像《五行志》和《艺文志》主要出于刘向、

刘歆之撰述。按《汉书·律历志》说：“至孝成世，

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

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

故述焉。”《汉书·礼乐志》记述：至成帝时，刘向

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篇末总结

                                                        
② 按今本《史记》，其卷 49《外戚世家》第 19，紧接其后

者，恰是其卷 50《楚元王世家》第 20。而此《楚元王世

家》写得极其简括甚至零落，大致上仅仅叙述了《汉书·诸

侯王表》中所列“楚元王交”一系的概况，此极有可能

是经刘向整理《太史公书》时，将《汉书·楚元王传》

所记述的刘德之前部分，经他有意篡改而孱入。 

③ 王应麟《困学纪闻》，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

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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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

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汉

书·郊祀志》备述宣帝祥瑞。刘向曰：“家人尚不欲

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赞曰：……刘向父

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

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皇帝下历三代而汉得火

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

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

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

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

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按《汉书·匡衡传》

说：“初，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

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即使至成帝初年，匡衡

对石显顺势反击，但是他依违于权势的品格已昭然

若揭，在成帝朝，他与之前的贡禹、韦玄成一样，

建议“罢诸淫祀”，尤其“罢郡国庙”，此举淡化甚

至割断了当朝皇帝和刘姓祖先、宗族的关系，一朝

天子仅与外戚共天下，然则在皇帝处理如何平衡先

祖宗亲与外戚关系时，其重心倾斜到了宗亲一边，

作为宗亲的刘向家族在权力结构中，势必被抛离中

心地位，因此，刘向坚决抵制①；《汉书·五行志上》

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

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旤福，传以《洪范》，与

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

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擥仲舒，别向、

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

陈行事，迄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

篇。”《汉书·地理志下》说：“汉承百王之末，国土

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

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

终其本末著于篇。”此在最低限度而言，《汉书》十

志，刘向、刘歆乃其撰述时的主要参照，至于祖述

或因袭的程度究竟有多高，尚有待于进一步发覆。 
《汉书》中关于淮南王一案，尤见刘氏之笔墨

痕迹。淮南王刘安谋反事，纯属前汉的一大冤狱。

景帝削藩，至武帝实行推恩令，诸侯藩国更加势单

力薄，而元狩元年十一月，朝廷指淮南王刘安、衡

山王刘赐谋反，均被诛。个中缘由，不难窥见。《汉

                                                        
①《汉书·五行传上》说：“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

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及水流杀人。

先是一年有司奏罢郡国庙，是岁又定迭毁，罢太上皇、

孝惠帝寝庙，皆无复修，通儒以为违古制。刑臣石显用

事。”此段话显然出于刘向之笔。而所谓“迭毁礼”，见

《汉书·翼奉传》说：“其后，贡禹亦言当定迭毁礼，上

遂从之。及匡衡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议皆自奉发之。” 

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夏四月丁卯诏曰：“日者淮南、

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

篡弑，此朕之不德。”淮南王招集门客，编撰《淮南

子》等著作，还反对武帝的蛮夷政策，此在思想领

域触怒了武帝，因此必须加以无情的整肃。《论衡·书

解》说：“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自武帝朝以

降，知其事者无不为之鸣冤。而在整治刘姓诸侯内

部时，按照朝廷惯例，当由宗正主持治理，《汉书•

楚元王传》记载：“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

封上邳侯。”自此而下，楚元王子孙后代官居宗正职

位者，代不乏人，刘向祖父辟彊、父亲刘德以及刘

德长孙刘庆忌都身列宗正之位，在前汉，楚元王一

系几乎是宗正世家。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录，

元狩元年，宗正恰由刘受担任，而按《汉书•王子侯

表上》所述，他是楚元王儿子沈猷夷侯刘岁的儿子，

刘岁是刘向曾祖父刘富的弟弟。 
《汉书•淮南王传》说：“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

此宗正当然非刘受莫属，而《汉书•淮南王传》中却

故意隐去其名字，此颇有为亲者讳的意思②。原因

是此案株连甚广，数千人为之丧命，震动天下。故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录刘受的结局，说：“沈猷

侯刘受为宗正，二年坐听不具宗室论。”语焉不详。

《汉书•王子侯表上》颜师古注曰：“受为宗正，人

有私请求者，受听许之，故于宗室之中事有不具，

而受获罪。”依然不明其获罪的细节。其实，刘受在

主持办理淮南王案过程中，必然受命于武帝，滥杀

无辜，血债累累。譬如《汉书•王子侯表上》说：“有

利侯钉，城阳共王子，元狩元年，坐遗淮南王书称

臣弃市。”刘受所知道的秘密太多，刘受手上所沾的

鲜血亦太多，因此，武帝在借刀杀人之后，就马上

把他弃置甚或杀之灭口了。 
楚元王家族与此冤狱本难脱干系，因此，在《汉

书》中如何叙述淮南王事迹，并且竭力淡化楚元王

后人在此冤狱中的责任，此在今本《汉书》内，依

然可以看出向、歆父子巧妙的处理手法。《汉书•楚

元王传》描绘刘向父亲刘德，突出他“修黄老术，

有智略”、“德宽厚，好施生”，相对于残酷的淮南王

案，若以刘德此种个性，似乎与此血腥屠杀无涉；

只是在叙述刘德儿子刘更生（向）时，才语涉“更

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枕中鸿宝苑秘

                                                        
② 由于楚元王后人遭际不同，故《汉书•楚元王传》在叙述

元王得以封侯五子时，仅重点记述休侯刘富一系，至于

其他四子之生平事迹则省略了；而关于刘富之子辟彊等

四人，也仅凸显刘辟彊一脉，而不及其他，其间可能颇

有避讳的考虑。此种所谓为亲者讳的史学理念其实将史

家之道德良心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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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此一则把刘德曾参与治淮南王冤狱事轻描淡

写地一笔带过，似乎他仅是一局外人而已；二则亦

透露刘德其人既参与其事，必深知其中原委，为揭

示淮南王一案的冤情，身为宗正，理当具有史家的

良心，刘氏叙述此案，则正体现当事者和见证人的

可信性。由于淮南王冤狱实在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因此，《汉书》本传文字对在武帝指使下，直接铸成

此一冤案的刘受、刘德并不叙述其具体作为，而是

说在元朔六年，“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

淮南厉王杀其大父，阴求淮南事而搆之于弘。弘乃

疑淮南有畔逆计，深探其狱”。遂将肇始淮南冤狱的

罪恶，归之于故辟阳侯孙和公孙弘，实际上，此二

人岂敢如此大开杀戒！于是就帮武帝和身为宗正的

刘受及其参与此案的刘德均开脱了罪责！ 
然而如何保持史家的正义感，除了在《汉书•

淮南王传》中使用特殊的笔法，展示在武帝威权之

下，当时所证成淮南王谋反者，全是莫须有的编造

之词，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并且为了进一步

暗示淮南王一案纯属冤狱，《汉书》在《淮南王传》

后，紧接着就是《蒯伍江息夫传》，此传中蒯通之与

韩信、伍被之与淮南王、江充之与戾太子、息夫躬

之与东平王，蒯、伍、江、息夫四者皆仲尼所谓“恶

利口之覆邦家”者，四人均是利欲熏心胆大包天之

险士，其生平都与前汉一桩人神共泣的冤案相联系，

而此传不置于韩信、戾太子及东平王传后，唯独列

于淮南王传后，其意指太明确不过了，显然，史家

的安排在于说明淮南王一案与韩信、戾太子等一样，

同属遭致陷害的千古奇冤。 
而细察此种史家的笔法和布置，既消除了作为

宗正的刘氏家族在此案中的罪责，又保留了淮南王

案真相的信息，草蛇灰线，陈仓暗渡，堪称一举两

得的史家手段。而这样处心积虑的笔法考量，若出

自于当事者家人的刘向之手笔，那就十分容易理解；

相反，若认为是班氏的煞费苦心，则缺乏为刘氏遮

蔽某些真相的用意及理据，故将《楚元王传》、《淮

南王传》及《伍被传》三者联系起来看，无疑是出

自刘氏精心的谋篇布局。 
刘向《说苑》、《新序》和刘歆《西京杂记》都

已出现记述前汉中后期人物的文字，它们自然早于

《汉书》，可以视为《汉书》汲取了刘氏父子的劳绩，

再踵事增华，以成今本《汉书》各传的面貌。譬如

《汉书》之《杨王孙传》、《胡建传》、《于定国传》、

《路温舒传》、《枚乘传》、《河间献王传》、《主父偃

传》、《吾丘寿王传》、《丙吉传》、《夏侯胜传》和《说

苑》的记叙相对照；《汉书》之《韩安国传》、《主父

偃传》、《苏武传》与《新序》相对照；《汉书》之《昭

帝纪》、《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梁孝王

传》、《枚皋传》、《景十三王传》、《司马相如传》、《公

孙弘传》、《司马迁传》、《武五子传》、《朱买臣传》、

《东方朔传》、《朱云传》、《杨王孙传》、《霍光妻传》、

《傅介子传》、《赵广汉传》、《匡衡传》、《杜邺传》、

《何武传》、《王嘉传》、《扬雄传》、《五鹿充宗传》、

《游侠传》、《外戚传》、《佞幸传》、《两粤传》等与

《西京杂记》相对照，必然会发现，原来《汉书》

的纪传各篇，均或多或少地取材于刘向、刘歆的著

述，刘氏父子已经为《汉书》相关人物的编写提供

了蓝本。《西京杂记》第 3《辨<尔雅>》说：“家君

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

雅》，小学也。’” 此《外戚传》今人已不明其原貌，

但是也可能已有记述前汉外戚事迹的单篇文字存

世，其属性也应归诸于皇室内部秘档，刘氏父子可

以见到，亦或许为后之史家所采纳。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说：“赞曰：自孝武

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

有赵、张，后又三王。’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

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扬雄亦如之。”此透露出，将

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同传，应是刘向的安排；

《西京杂记》第 3《何武葬北邙》说：“何武葬北邙

山薄龙坂，王嘉冢东北一里。”按《汉书》中，何武

和王嘉同传，《西京杂记》已经体现出此二者紧密的

关系；《汉书·景十三王传》说：“赞曰：昔鲁哀公

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

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

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

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

道。何则？沈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

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伦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

河间献王近之矣。”这对照《说苑》，在景帝诸子中，

刘向独表河间献王一人，可知《汉书》完全秉承了

刘向的观点。《汉书·李广苏建传》说：“赞曰：……

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 而按刘向

《新序》卷第 7《节士》更早表彰了苏武作为使者

的节义精神，《汉书》本传显然与此有承袭的关系，

并且对刘向在《新序》中的苏武事迹加以精心改造，

成为其《汉书》中十分重要的《苏武传》；《汉书·董

仲舒传》说：“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

虽伊吕亡以加，筦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

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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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

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

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

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吕不加，

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汉书·贾谊传》说：“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

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

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

甚可悼痛。’”与赞美董仲舒相似，因贾谊也属于其

精神谱系中人物，所以亦称他“虽古之伊、管未能

远过也”；《汉书·司马迁传》说“赞曰：……故司

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

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

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

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

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

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

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

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

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韦贤传》

说：“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

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內有刘歆赞

美武帝，鼓吹向外扩张的言论。文末赞曰“司徒掾

班彪曰：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

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

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纭不定。何者？礼文

缺微，古今义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

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刘氏父子的观点多为

《汉书》叙述确定基调，具有指导的意义。 
张汤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寄托了司马迁

无比的痛恨！但是其子张安世辅佐昭、宣，在武帝

死后，对于安定汉朝功勋卓著，作为同僚的刘向亦

感其功德，这决定了对张汤的功过判断，势必出现

不同于司马迁的声音。所以，《论衡·程才》说：“张

汤、赵禹，汉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

土崩。”《论衡·定贤》说：“盖世优者，莫过张汤，

张汤文深，在汉之朝，不称为贤。太史公《序累》

以汤为酷，酷非贤者之行。”此都表明，在司马迁之

后，由于刘向的评价与司马迁不同，导致《论衡》

远绍刘说，对张汤亦褒多贬少，而体现在《汉书·张

汤传》里，关于张汤部分，基本上抄袭《史记》本

传，而关于其子孙，则基本给予正面的评价。其赞

曰：“冯商称张汤之先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

故阙焉。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

富平者也。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

宜有后。安世履道，满而不溢。贺之阴德，亦有助

云。”所以《汉书》特为张汤设专章以列传，尤其指

出“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显别于《史记》，此

亦明显为刘向使然。《汉书·东方朔传》说：“赞曰：

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

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

传闻者。”为东方朔立传，亦与刘向等人对其重视有

关。 
因此，刘向、刘歆在《汉书》中明显的印迹，

是不胜枚举的，班固在撰写《汉书》中，确实如葛

洪所言，对于刘氏父子颇有借鉴，刘氏父子为班氏

父子的著述其实提供了撰史的基础。 

三、署名班固《汉书》中重要传主的遴选与

刘氏父子的关系 

署名班固撰《汉书》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并

不在于上述明显的因袭现象，而是此《汉书》传主

的遴选，大受刘向、刘歆的影响，而刘氏在决定谁

入传、谁不入传的问题时，太注重人物与自己和家

族的关系，这些人物或利益攸关，或不共戴天，于

是敌、友入传，或歌功颂德，或贬斥泄愤。而这种

多以刘氏家族为中心来遴选传主的方式，到前汉末

和后汉初，离前汉渐远，班氏已缺乏清醒的判断力，

所以仍以刘氏马首是瞻，并不敢越其雷池半步，使

其所撰写的《汉书》在客观全面和公正性上均存有

疑虑。 
读《汉书》，当以《楚元王传》为纲，刘向活跃

于宣、元、成帝三朝政坛，他与他的父亲刘德一生

所经历的大事件，包括有：第一、在霍光立昭帝后，

霍光与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的联盟破裂，身为宗正

的刘德帮助霍光治上官氏、盖主一案。表明刘德当

时站到了霍光一边；第二、参与立宣帝，《汉书·霍

光传》说：“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

御衣，太仆以軨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入未央宫

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这是刘氏家族在前汉走向

显赫的起点①；第三、刘德反戈一击，协助宣帝在

霍光身后铲除霍氏余势，按《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①《汉书•楚元王传》说：“昭帝即位，或说大将军霍光曰：

‘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

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

将军当盛位，帝富春秋，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

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

刘辟彊和刘德父子因此受到重用，尤其在助立宣帝之后，

“宗家以（刘）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宗室顿成一股

重要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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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宣帝地节四年乙卯三月，封刘德为阳城侯，

而至本年七月，宣帝就以霍氏谋反为藉口，诛灭霍

氏，可见刘德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第四、元帝朝，

刘向与萧望之、周堪等一道，和代表许、史外戚势

力的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展开殊死的斗争；第五、

成帝朝，外戚王氏秉政，刘向特撰《洪范五行传论》

以表讥讽；由于“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

且“政由王氏出”，所以刘向忧心忡忡，遂上封事极

谏曰：“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第

六、成帝朝，营造皇陵，奢侈无度，刘向上谏反对

厚葬。这些事件虽然可以称得上是前汉武帝身后的

重大政治斗争，然而，必须看到，刘德、刘向和刘

歆亦并非是完全从儒家道统出发，来为民请命、仗

义执言的，《汉书》本传说：“向每召见，数言公族

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

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彊汉

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他代表的是

刘氏宗亲一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以刘氏不遗余

力地与外戚分庭抗礼，从某种程度上看，实际上是

刘氏诸侯和皇帝外戚的利益较量。《汉书·楚元王传》

记载刘向“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说：“窃闻故前将军

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欲致大治，忤于贵戚尚书。”

此言将自己和萧望之等人与“贵戚尚书”对立的局

面揭示无遗；而弘恭、石显查明此书为刘向所为，

“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

许、史氏侍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

此所言之“亲戚”乃外戚之谓也，刘向一生堪称刘

氏宗亲利益的代言人，当然更是自家利益的捍卫者，

其言行无不与此种身份立场相关联。 
作为崛起于霍光执政时期的家族，就必须维护

昭帝和霍光本人的合法性，否则，揭示真相，假如

昭帝所出之本身就极为可疑，那么，前汉国祚难道

断绝于武帝之死？然则作为联手结盟者的刘氏，其

所作所为，也就属于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了。所以

宗正刘氏就必须为之证明，昭帝之立，乃出自武帝

的心意，毋庸置疑！而且，昭帝身后，昌邑王始立

终废，也是天经地义的；甚至于霍光死后，家族覆

灭，更是咎由自取、势所必然。《论衡·别通》说：

“孝武皇帝时，燕王旦在明光宫，欲入所卧，户三

尽闭，使侍者二十人开户，户不开，其後旦坐谋反

自杀。夫户闭，燕王旦死之状也。死者，凶事也，

故以闭塞为占。”《西京杂记》第 3《广陵死力》说：

“广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格熊。后遂能空手

搏之，莫不绝脰。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对照《汉

书·天文志》说：“孝昭始元中……后荧惑出东方，

守太白，兵当起，主人不胜。后流星下燕万载宫极，

东去，法曰‘国恐，有诛’。其后左将军桀、骠骑将

军安与长公主、燕剌王谋乱，咸伏其辜。”《汉书·五

行志上》说：“昭帝元凤元年，燕城南门灾。刘向以

为时燕王使邪臣通于汉，为谗贼，谋逆乱。南门者，

通汉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来，为奸谗于汉，绝

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汉书·五行志

中之下》说：“昭帝元凤元年，有鸟与鹊斗燕王宫中

池上，鸟堕池死，近黑祥也。时燕王旦谋为乱，遂

不改寤，伏辜而死。”意指武帝有成年的五子，他们

即使在年龄上比仅 8 岁的昭帝更具继位的资格，也

更合乎武帝选择继承人的逻辑性，但是上述种种灾

异预示着他们都不得善终，而帝位自然唯昭帝者莫

属也！ 
如何处置昌邑王，是霍光面对的一个难题，怎

样在舆论上加以解决？莫若以昌邑王自身流露的种

种恶德败相来解释，最具说服力。亦从下表可以看

到，《论衡·遭虎》说：“昌邑王时，夷鸪鸟集宫殿

下，王射杀之，以问郎中令龚遂，龚遂对曰：‘夷鸪

野鸟，入宫，亡之应也。’其後昌邑王竟亡。”《论衡·商

虫》说：“昌邑王梦西阶下有积蝇矢，明旦召问郎中

龚遂，遂对曰：‘蝇者，谗人之象也。夫矢积於阶下，

王将用谗臣之言也。’” 《汉书·天文志》说：“（元

平元年）二月……占曰：‘太白散为天狗，为卒起。

卒起见，祸无时，臣运柄。牂云为乱君。’到其四月，

昌邑王贺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将军霍光白皇太

后废贺……”《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说：“昭帝时，

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

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王充和班固不可能

捏造这些记载，此出自当时与霍光命运利益共同体

的刘向可能性最大。按《论衡》对前汉各帝的记述，

除了汉高祖之外，看得出其重心落在了宣帝身上
①
，

所谓“汉宣中兴”与刘氏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由

于刘氏家族对宣帝感恩戴德，所以《论衡》之“宣

汉”，是把后汉的明帝朝与前汉的宣帝朝并列的，而

对前汉宣帝时期种种祥瑞的渲染，其实出自刘氏，

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要为宣帝的天授神与之合法性

大张旗鼓，然则树立昭帝，贬斥昌邑王，自然属于

题中应有之义了。 

                                                        
①《论衡·指瑞》说：“孝宣皇帝之时，凤皇五至，骐驎一

至，神雀、黄龙，甘露、醴泉，莫不毕见，故有五凤、

神雀、甘露、黄龙之纪。使凤、驎审为圣王见，则孝宣

皇帝圣人也；如孝宣帝非圣，则凤、驎为贤来也。为贤

来，则儒者称凤皇、骐驎，失其实也。凤皇、骐驎为尧、

舜来，亦为宣帝来矣。夫如是，为圣且贤也。儒者说圣

太隆，则论凤驎亦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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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末年，扬雄《解嘲》说：“非萧、曹、子房、

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对于霍光的功绩，曾经

作为霍光的同盟者，刘德、刘向等自然并不完全否

认，但一旦霍光势大，甚至一手遮天，其权势凌驾

于皇权之上，刘氏宗室的权益也被边缘化，此时与

皇室沾亲带故的刘德、刘向绝对不能容忍。《汉书·王

商传》记载在元帝时，蜀郡张匡之对曰：“自汉兴几

遭吕、霍之患。”此说明霍光家族专权，到元帝时，

其危害性竟然被渲染到与吕氏相仿佛的地步。而此

前当霍光死去，顺势推倒霍氏家族，扫清权力的障

碍，剿灭霍家，亦成为刘氏家族与宣帝共同的愿望。

《汉书·五行志上》说：“元凤四年五月丁丑，孝文

庙正殿灾。刘向以为孝文，太宗之君，与成周宣榭

火同义……是岁正月，上加元服……光亡周公之德，

秉政九年，久于周公，上既已冠而不归政，将为国

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霍光大权独揽，

刘向早已不能容忍；《论衡·变动》说：“霍光家且

败，第墙自坏。谁哭於秦宫，泣於霍光家者？然而

门崩墙坏，秦、霍败亡之征也。”《说苑·权谋》说：

“孝宣皇帝时，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

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则不

逊。”夫不逊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

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权，天下之人，疾害之者

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

乃上书言：‘霍氏奢靡，陛下即爱之，宜以时抑制，

无使至于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果灭。董

忠等以其功封。”①而《西京杂记》第 1《霍显为淳

于衍起第赠金》说：霍光妻遗淳于衍奢侈品无数，

衍犹怨曰：“吾为尔成何功，而报我若是哉！”指淳

于衍帮助霍光妻害死宣帝皇后之事。这些文字意在

为铲除霍家势力营造声势，作出铺垫，并且向社会

作出解释，便把血淋淋的朝廷斗争归于天命，即使

再惨烈也令世人觉得霍氏命该如此，甚至罪该万死。

联系《汉书·天文志》说：“（宣帝地节元年）其丙

寅，又有客星见贯索东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

天市，芒炎东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

曰：‘有戮王，期皆一年，远二年。是时，楚王延寿

谋逆自杀。四年，故大将军霍光夫人显、将军霍禹、

范明友、奉车霍山及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

卿、郡守皆谋反，咸伏其辜。’”《汉书·五行志中之

上》说：“宣帝时，大司马霍禹所居第门自坏。时禹

内不顺，外不敬，见戒不改，卒受灭亡之诛。”《汉

书·五行志下之下》说：“宣帝地节元年正月，有星

                                                        
① 《说苑校证》，刘向撰，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1991 年。 

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刘向以为太白为大将，

彗孛加之，扫灭象也。明年，大将军霍光薨，后二

年家夷灭。”这些记述桴鼓相应，其实是把霍光一生

及其家族的盛衰作了一个了结。 

但是对此凶险的斗争，却大致上出于此中的既

得利益者刘氏的叙述，作为始作俑者，其片面甚至

虚假都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想象，当时许多历史的

真相都没湮灭于其叙述之中了，真令人有“尽信书，

不如无书”之叹！径跨昭、宣、元、成四朝，其历

史难道仅仅是这些利益纷争吗？历史本身远比这些

人、事要丰富和复杂，但是在刘氏视野中，所谓历

史也就是其家族的兴亡成败史，甚至一切历史都是

个人史，其史学眼光未能超越其家族的遭际，厕身

于当时利益纠葛之中，刘向亦不难免俗，这令他局

囿其中而不能超拔，这对于一个史家而言，正是极

大的缺陷。 

于是如何遴选人物入史传，就必然地带有刘氏

父子的主观性。《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借太后之

名义，废黜昌邑王，他与群臣连名上奏曰：“丞相臣

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

军臣明友、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充国、御史大夫

臣谊、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

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农臣

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乐成、廷尉臣光、执金吾

臣延寿、大鸿胪臣贤、左冯翊臣广明、右扶风臣德、

长信少府臣嘉、典属国臣武、京辅都尉臣广汉、司

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臣迁、臣畸、臣吉、

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太

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 这是废

黜昌邑王时，霍光联手或要挟的同盟者名单，以此

反观刘向《新序》，其中写到的最晚近的当代人物是

苏武。前已述及，刘向《新序》卷第 10《善谋下》

大致上是一部简明的前汉开国史，它写到武帝朝就

戛然而止。而苏武是在昭帝即位后，于始元六年春

至京师，在刘向《新序》中，他出现于卷第 7《节

士》之 29 则《苏武章》，除《新序》卷第 10《善谋

下》之外，苏武是《新序》全书中唯一出现的前汉

人物，故颇具特殊性。《汉书·苏武传》说：“数年，

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

食邑三百户。久之，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

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

者署，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以武著节老臣，

令朝朔望，号称祭酒，甚优宠之……甘露三年，单

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

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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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

曰车骑将军龙頟侯韩增，次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

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次曰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次

曰少府梁丘贺，次曰太子太府萧望之，次曰典属国

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

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皆有传。自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

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归翁及儒者夏侯胜等，皆以

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

知其选矣。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

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苏武有之矣！”①两段文字相对照，废黜昌邑王，与

立宣帝，这在刘向心目中是前汉极其重大的政治事

件，署名班固《汉书》的重心也被这种观点左右了。

上述前后两份名册相比较，发现政局又变，霍光倒

台，但是其中大多数人物审时度势，经受住风浪的

颠簸，成为捍卫皇室的功臣。按《汉书·张汤传》

附《张安世传》叙述皇曾孙幼孤，张安世兄张贺“所

以视养拊循，恩甚密焉”，在宣帝心中，张安世远比

霍光亲近；车骑将军龙頟侯韩增即共同署名废黜昌

邑王之“前将军臣增”也；按《汉书·赵充国传》

说：“与大将军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营平侯。” 据
《汉书·魏相传》叙述，可知魏相有助于宣帝亲政；

而从《汉书·丙吉传》中可以看到，丙吉曾经保护

和抚养卫太子孙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后又参预了

尊立皇曾孙之事，功不可没，以致宣帝为报恩，封

之为丞相②；《汉书·杜延年传》说：“延年知曾孙

德美，劝光、安世立焉。”《汉书·刘德传》说刘德

“与立宣帝”；《汉书·儒林传》说梁丘贺从太中大

夫京房受《易》，他是宣帝十分相信的“风水师”；

《汉书·萧望之传》记录萧望之上疏，鼓动宣帝在

霍光身后，消除霍氏余势。上述人物之事功，其重

点不在国而在君，此辈在宣帝落难时挺身保护、在

宣帝继位前参与谋立，并且在宣帝与霍氏斗争中给

予坚定的支持，故而有资格图画于麒麟阁且在署名

班固的《汉书》中亦是重点人物，备受关注。而宗

正阳城侯刘德列名其间，这是刘氏家族的巅峰时刻，

堪称铭心刻骨！在麒麟阁画图人物中，苏武虽忝陪

                                                        
①《论衡·须颂》说：“宣帝之时，画图汉列士，或不在於

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按

《汉书》所谓的“凡十一人”，是否包含图画于麒麟阁的

全部人物，十分可疑，其所选取的十一人，标准太过单

一了。 

② 《汉书·外戚传》对此另有叙述，然而，“丙吉”却作“邴

吉”，亦不一致。 

末座，但意义深远③。同时，上文所谓“自丞相黄

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

风尹归翁及儒者夏侯胜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

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意指关

于图画麒麟阁的标准，作者于宣帝尚存在着些许不

同的看法，他认为像黄霸、于定国、朱邑、张敞、

尹归翁及夏侯胜等 6 人，不能跻身于麒麟阁，实属

憾事。发表这样的意见，绝非是班固之观点，而是

出自向、歆之私见，原因就是这些人物与刘氏比较

接近，且有利益之攸关。读《汉书·魏相丙吉传》

说：“赞曰：……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

孝宣中兴，丙、魏有声。”认为魏相、丙吉可与萧、

曹相比肩，其实比较二者之功绩，真所谓霄壤之别，

而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比附，原因在于把辅佐宣帝的

功勋夸大了，而之所以夸大这种功勋，原因就在于

其始作俑者之本人或家族在宣帝一朝获益良多，而

持这样立场的史学家，则非刘氏莫属者也。 
而在《汉书·苏武传》中，图画于麒麟阁之 11

人，再加上刘氏赞赏的 6 人，总共 17 人之所以成为

重要的传主，当属刘向的规划。而另外，刘向将自

己与中书宦官弘恭、石显等斗争的意义夸大了，于

是以此为准衡，划出了坚决参与斗争者，宣、元时

期有萧望之和周堪一系，成帝朝的翟方进、谷永等，

萧、周是刘向志同道合者，《汉书·萧望之传》说：

“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

事。” 中书宦官弘恭、石显代表着许、史外戚的势

力，而外戚势大，则会令刘氏宗亲权益受损，作为

刘氏权益代表者的刘向与之斗争，甚或放言无忌，

元帝要平衡刘氏和外戚二者的力量，大多时候都能

包容刘向的言论，刘向言行与捍卫公平正义不可等

量齐观；而后之翟方进，按《汉书》本记载，“方进

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

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颜注：

“如淳曰：‘刘歆及田终术二人皆受学于方进。’”按

《论衡·案书》说：“《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

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

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穀梁

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

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於孔子之堂，太

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

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

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

吟之。”此说明刘氏父子的学术和翟方进相近，而且

                                                        
③ 参见拙作《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文

学遗产》2009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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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方进身为刘歆的老师，虽然日后翟方进的儿子翟

义挺身而出反抗王莽执政，刘歆却依附于莽新政权，

两家最终分道扬镳，但是，《汉书·翟方进传》对于

翟氏内心如此精微的把握，显然不是班氏可以办到

的，其出自曾经亲近翟氏的刘歆所叙述的可能性则

更大。萧、翟在《汉书》中特被专章叙录，且与依

违朝廷两股势力之间首鼠两端的匡衡、张禹等一系，

还有其对立面，像弘恭、石显，都在《汉书》中占

据了太过重要的篇幅，甚至连《法言·先知》说：

“或问曰：‘载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草

奏。’曰：‘吾不如陈汤。’曰：‘何为？’曰：‘必也

律不犯，奏不剡。’”①扬雄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汉

书·匡张孔马传》说：“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

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

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

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蕴藉可也，然皆持禄

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

任乎！”班固看清楚他们自私自利的本质，将这些在

前汉以儒宗居宰相位者，一并加以挞伐，但是他却

忽视了刘氏对这些人物尚有亲疏之别，譬如匡衡和

张禹有时故意讨好外戚，刘氏虽然肯定其经学造诣，

但是对其言行却至为不满，因为他们危及和损害刘

氏宗亲的利益，在刘氏意识中，萧望之、翟方进与

匡衡、张禹等，尚不可同日而语，班固上述所谓“赞

曰”，显然违背刘氏初衷，但是《汉书》依然一仍刘

氏所定之体例和人物，于是产生了明显的矛盾；而

成帝朝，谷永亦上疏谏厚葬，谷永与杜邺都有抵制

外戚的言论，此二者参与到朝中各种势力的倾轧之

中，本身虽俱有投机的品格，由于刘向、刘歆视之

为同道，也被《汉书》纳入同传，并大书特书，这

就简直把国史当作家传来书写了②。无怪乎《汉书》

本传之“赞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诸舅持权，

重于丁、傅在孝哀时。故杜邺敢讥丁、傅，而钦、

永不敢言王氏，其势然也……可谓谅不足而谈有余

者。孔子称‘友多闻’，三人近之矣”。而这样的钻

营者竟然也在《汉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能不认

为是刘氏的选择和安排。成帝朝，由于赵飞燕姊弟

受成帝专宠，刘氏和班氏都是受害者，《西京杂记》

第 2《赵后淫乱》说：“庆安世年十五，为成帝侍郎，

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赵后悦之，

                                                        
①《法言义疏》，汪宝荣撰，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 

②《论衡·超奇》说：“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宜言，刘向

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

辞，苟为华叶之言哉？”将谷永和刘向并列，其实承袭

了刘向推崇谷永的观点。 

白上，得出入御内，绝见爱幸。常着轻丝履，招风

扇，紫绨裘，与后同居处。欲有子，而终无胤嗣。

赵后自以无子，常托以祈祷，别开一室，自左右侍

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軿车载轻薄

少年，为女子服，入后宫者日以十数，与之淫通，

无时休息。有疲怠者，辄差代之，而卒无子。” 刘、

班对赵氏姐妹恨之入骨，于是赵氏就被刻画成一个

飞扬跋扈的女子，尤其传中借解光之口，揭露其累

累罪行，并且夸大了她确立定陶王为成帝继承者的

作用。这是刘、班联手的杰作，几乎把前汉走向王

莽篡权的罪责之很大一部分都推给了赵飞燕，暗合

女宠祸水之窠臼。 
考察刘向家族的境遇，在宣帝朝由于特殊的风

云际会，刘德受宠，楚元王一系的家族至为得势，

而到元帝和成帝时期，因为二帝倚重外戚，刘向等

刘氏宗亲被冷落了，且明显有所失势，而作为既得

利益者，向、歆父子是绝不会甘心的，他们必然会

作出抗争。因此观《汉书·楚元王传》，刘向的一系

列撰述，均意在攻击外戚，元帝朝，刘向与外戚势

力作殊死的较量，自身仕途也因此而跌宕沉浮，但

他还是奋不顾身地上封事谏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备

九卿”、“臣幸得托肺附”，他自恃“散骑宗正给事中”

的身份，所以敢于放言无忌。然而所借重于《春秋》

经传者，矛头所指，目标明确，惟在外戚。《汉书·五

行志中之上》说：“（元帝）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

者。京房《易传》曰：‘鸡知时，知时者当死。’房

以为己知时，恐当之。刘向以为房失鸡占。鸡虽小

畜，主司时，起居人，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

臣将秉君威，以害正事，犹石显也。竟宁元年，石

显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显何足以当此？……”

刘向以自然界事物比附政治，由于自己陷入斗争漩

涡至深，所以含沙射影，几乎草木皆兵，并不避忌

指鹿为马，竟把一切怪异现象都比附于政敌，此令

他人亦感诧异，一只生角的雄鸡与石显其人怎么会

有关系？但是此人把此鸡与“王氏之权自凤起”联

系起来了，似乎更上纲上线到整个政治乱象，亦足

见当时抗衡外戚专权的呼声，代表着当时社会较广

大阶层的心愿，此乃由汉代政治结构所铸成的矛盾

纷争，此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刘向不屈不挠地抗

拒外戚势力，也与此普遍心愿相呼应，获得了一种

道德上的正当性，由此激发他对外戚作出更决绝的

抨击。而分别作为宗亲及外戚、佞幸两股势力的代

表人物，无论妍媸，不计是非，皆缘于刘向心目中

太在意此种角力，而被过度地凸显和放大，刘向此

种激烈的反外戚势力的情结反映到《汉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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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影响到《汉书》的史学成就。 
譬如《史记·外戚世家》所叙述者起于吕后，

大体上止于李夫人，后者则为褚先生所添补。计太

史公所叙述者，篇幅较小。而相对于《汉书·外戚

传》，一则由于时跨整个前汉各朝，二则由于外戚与

刘、班均有切身的关系，所以《汉书·外戚传》的

规模就大大地拓展了，《汉书·楚元王传》和《汉书·外

戚传》相对照，一经一纬，一正一反，所传之人物，

其实正是在刘氏宗室和外戚斗争的线索上凸显出

来，沿波讨源，沿根讨叶，几乎所有传中人物都和

这条线索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书·外戚传上》述及

武帝末巫蛊事起，卫太子等皆遭害，“史皇孙有一男，

号皇曾孙，时生数月，犹坐太子系狱，积五岁乃遭

赦。治狱使者邴吉怜皇曾孙无所归，载以付史恭。

恭母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后曾

孙收养于掖庭，遂登至尊位，是为宣帝。而贞君及

恭已死，恭三子皆以旧恩封。长子高为乐陵侯，曾

为将陵侯，玄为平台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阳侯，

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丹左将军，自

有传。”同传又说：“史皇孙王夫人，宣帝母也。”故

史，是宣帝祖母家之姓也；同传又说：“孝宣许皇后，

元帝母也。”故许，乃元帝母家之姓也。尚在危难之

中，皇曾孙也即后之汉宣帝娶许广汉女为妻，《汉

书·宣帝纪》称“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

氏”，此均为宣帝即位以后，史高及许、史氏侍中者

恃宠弄权埋下隐患。前述弘恭、石显“劾更生前为

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

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此说明宣、

元二帝情系外家，宣帝与之曾经共处患难之间，虽

然亦须平衡刘氏宗亲和外戚的关系，然而孰轻孰重，

宣、元二帝心中的天平自然会倾斜到外戚一边，刘

氏宗亲则往往被疏远了。到元帝继位后，一仍此种

政治格局，且变本加厉，此导致刘向严重的不满，

他要代表刘氏宗亲以维护权力分配之均势，于是以

刘姓诸侯自居，与新贵之许、史及王氏展开博弈。

《汉书》在《外戚传》之外，专列《元后传》，孝元

皇后，王莽之姑也，而王凤、王崇与她是同母兄弟，

异母兄弟则有王商、王谭、王根等。元帝末年，王

凤与皇后及侍中史丹等一起“拥右太子”，元帝崩，

太子立，是为汉成帝。此时，“王氏之兴自凤始”，

《元后传》记述一事以显示王凤权威，其传曰：“大

将军凤用事，上遂谦让无所颛。左右常荐光禄大夫

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

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

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

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

其见惮如此。”此必然加剧刘氏宗亲一系对王氏专权

的愤恨，两者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刘歆《西京杂

记》多有记录佞幸、外戚丑闻者，确是有感而发。

而此间，由于元后享年八十四岁，“历汉四世为天下

母，飨国六十馀载”，她偏袒王凤等，以致王家“群

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最终助

成王莽篡汉，其咎难辞。对于与外戚专权相关联的

政治人物，按《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所记录的

三位人物的生平，亦可折射出外戚政治的某些实际

情形。王商与王凤属异母兄弟，同为外戚，然而二

者之间也发生权利的纷争，其内讧最后以王商败北

而告终。《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说：“赞曰：自

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

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

人也。阳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势尤盛，

旷贵最久。然至于莽，亦以覆国。王商有刚毅节，

废黜以忧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继，高以重厚，

位至三公。丹之辅导副主，掩恶扬美，傅会善意，

虽宿儒达士无以加焉。及其历房闼，入卧内，推至

诚，犯颜色，动寤万乘，转移大谋，卒成太子，安

母后之位。‘无言不雠’，终获忠贞之报。傅喜守节

不倾，亦蒙后凋之赏。哀、平际会，祸福速哉！”既

指出“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意谓此辈皆利欲熏

心之徒，岂止乏善可陈，甚或祸国殃民，然则引之

入传，其历史价值本身就令人疑惑。但是王商敢于

制衡王凤，所以在刘向、刘歆心目中，就具有了正

面的光辉；而史高、史丹在刘向看来，史氏父子属

于政敌一方，他“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

者”，两者敌友分野是明晰的。即使史丹“卒成太子，

安母后之位”，然而其用心无非出自私利，而且所拥

立的成帝根本算不上什么出色的皇帝，刘向、刘歆

若为史丹立传，定当贬多褒少；而班固则由于班婕

妤的缘故，班氏在成帝朝一显风光，因此班氏肯定

了其定立成帝的功绩；傅喜亦同样因身为外戚，而

知所进退，节制外戚权力欲望之膨胀，而成为外戚

之中全身远祸之士。反观其人入选《汉书》，无非是

缘于他们与外戚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班氏

其实对此已不甚了解，而刘向、刘歆则明察秋毫，

所以其出现于《汉书》中，当亦属于向、歆父子的

安排，但是在本传具体的写作中，班氏亦掺入了其

主观的评价；按《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所记述的盖宽饶、诸葛丰、刘辅、郑崇、孙宝、毋

将隆和何并，其人大多不畏外戚得势者，危言直行，

这便是此辈留名青史的缘故；再按《汉书·杜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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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周本为一凶残的酷吏，但是其少子杜延年却在昭、

宣二朝，辅助霍光秉政，并且在霍氏覆灭之后，尚

能不为牵连。杜延年的儿子中杜钦最具政治天赋，

善于平衡王凤和其他政治势力，《汉书》本传称他“当

世善政，多出于钦者”，可见其手腕之圆熟；杜延年

另一子杜缓是杜钦的兄长，他有一子杜业，在哀帝

朝，上书言：“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

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此当深得向、歆父子之心；

《汉书》本传说：“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

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爵

位尊显，继世立朝，相与提衡……及钦浮沈当世，

好谋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陈女戒，终如其言，庶几

乎《关雎》之见微，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规也。”

对照刘向于成帝朝，编辑《列女传》，以戒天子，两

者用心一致。因此杜氏四代入《汉书》传中，主要

是因为杜业等反外戚的倾向，向、歆引以为同道，

班氏则因循刘氏的初衷而已。 
苏洵《广士》说：“昔者汉有天下，平津侯、乐

安侯辈皆号为儒宗，而卒不能为汉立不世大功；而

其卓绝隽伟，震耀四海者，乃其贤人之出于吏胥中

者耳。夫赵广汉，河间之郡吏也；尹翁归，河东之

狱吏也；张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书佐

也。是皆雄隽明博，出之可以为将，而内之可以为

相者也。”①其实一部史书，为帝王将相立传，这倒

并无怪异之处，而为某些名不见经传且乏善可陈者

刮垢磨光树碑立传，其间确有可深思的地方。这些

人物难道有什么丰功伟烈值得载入史册吗，其实， 
 

 
 

                                                        
①《嘉祐集笺注》第 4卷《衡论》，苏洵著，曾枣庄、金成

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说穿了，他们不过因为与刘氏发生因缘，使得他们

有幸成为《汉书》中的人物，班氏撰写《汉书》，若

在人物遴选上未能另起炉灶，其史学成就，终归大

打折扣。 
依照上述推论，是否要贬低班氏在《汉书》中

的劳绩呢？按王充《论衡·对作》说：“《五经》之

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

皮《传》，可谓述矣。”认为司马迁、刘向和班彪三

者具有一致之处，都属于“述”的范畴。然而，《论

衡·超奇》说：“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

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

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

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

子不足纪也。”他作为见证人，还是看到了班氏的贡

献，班彪所作，似乎是把刘向、刘歆所留存的文献

材料更加完备化，使得传主事迹叙述具备了起承转

合的层次感，也即范晔在《后汉书·班彪传》中所

谓“固文赡而事详”，其叙事更加条理分明，具体生

动②；而《汉书·苏武传》对于刘向《新序》中苏

武事迹的加工改造，就是典型的例子。而班固的功

劳，则是在班彪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修订润饰，

使人物事迹的叙述，更加具有起承转合的艺术性和

完整性。像南朝末年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所

谓“班固盗窃父史”，其实是无稽之谈，其原因在于，

班氏父子共同依照刘向、刘歆蓝本来结撰《汉书》，

其中缘由远比“盗窃父史”来得复杂！

                                                        
②《郡斋读书志校证》卷第 5《前汉书》100 卷说：“然识者

以固书皆因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旧文润色之，

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间颇多冗琐，良由固之才视数

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称述者，岂亦谓有所本欤？”宋晁

公武撰，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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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alled Zong Zheng) occupied by the posterities of the royal Chu family, and the political careers of Liu 
Piqiang and Liu De, to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of the court that the Liu family had been involved in, and finally 
to their reflections in the version of Han Shu to see how the book was formed and written by the writer under 
the name of Ban Gu. 
Key words：the Book of Former Han Dynasty; Liu Xiang; Liu Xin; Ban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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